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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史不等于西方社会学在

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

—
三与陈树德同志商榷

韩 明 谨

本文主要论证
:

中国社会学的早期种子
,

虽然是由西方输入 的
,

但到 了中国
,

就与

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因素
、

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因素杂交
,

形成 中国社会学新

的种子
,

在 中国的社会土壤中萌芽
、

发育
、

成长
。

在成长过程中
,

经过中国学者和有关

力量的栽培
、

耕耘
,

不断吸取来 自国内
、

国外各种社会变革和学术领域的营养和水分
,

才有今天的中国社会学
。

因此说
: “
一部中国杜会学史

,

就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

和发展史
” ,

那是 以西方社会学为中心
,

只看到西方学术的垄断和优势
,

不符合历史事

实 的片面看法
。

本文以这个思想认识为基础
,

申述 了对有关问题 的看法和论 点
。

作者
:

韩明漠
,

男
,

1 9 1 8 年生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奋

一
、

回 顾

阵

我与陈树德同志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一些问题的争鸣
,

开始于他在 《社会学研究 》

1 9 8 9 年第 4 期发表的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反思 》一文
。

在那篇文章中
,

他对我在《北京大学学

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 8 6年第 3 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应用的历史传统 》一文的内容提

出一些不同看法
。

我考虑到在社会学界学术争论的事很少
,

为了活跃学术空气
,

我就他提出的

几个间题
,

本着争鸣的愿望
,

对他的看法
,

于本刊 1 9 9 1 年第 1 期以 《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
、

分期及传统问题— 与陈树德同志商榷 》一文
,

提出不同看法
。

这可以说是第一个回合
。

接着
,

陈树德同志很快于本刊 1 9 9 1 年第 5 期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再与韩明漠教

授商榷 》为题
,

提出了他的进一步看法
。

我很高兴
,

就于本刊 1 9 9 2 年第 2 期以《也谈中国社会学

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再与陈树德同志商榷 》
,

这可以说是第二个回合
。

如果说第一回合着

重的是提出问题
,

那么第二个回合就是更深一步的讨论间题了
。

去年春天
,

我在上海开会时
,

听

上海大学的同志说
,

树德同志还要再次与我争论
。

谁知他文笔果然又是很快
,

于去年本刊第一

期又登出《再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间题— 兼答韩明漠教授的有关批评和质疑 》 (后

文简称《再论 》 )
.

我因为 19 9 3 年这一年工作太忙
,

短期内没能腾出手来作答
.

现在将近一年了
,

特再作此文
,

作为第三次交谈的回应
.

我觉得经过四年多的交谈
,

对几个间题的不少方面
,

双方意见并无太大的分歧
,

在有些 问

题的看法上
,

虽有不同
,

可以不必强求一致
。

因此
,

到这个第三回合
,

我觉得除非再有什么新的

问题
,

争论已是尾声
。

现在我就争论的初衷和有关的几个问题
,

再摆一摆我的
“

尾声
” ,

以便告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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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
。

二
、

再作一次
“
蛙鸣

”

在对争论的几个问题
,

再表明自己的意见之前
,

为了说明我 的态度
,

还是有必要再谈谈如

何培养争论的学风问题
。

我记得在开始争鸣时
,

就表白了自己的希望说
: “
我们这些学术争论

,

目的不是谁整谁
,

谁批评谁
,

谁胜谁负
。

而是通过争鸣
、

辨认的实际行动
,

共同努力来促进一个

良好的学风
。 ”

可是《再论 》却说我那篇 《也谈 》是
“

既无历史依据又少理论分析
,

东拉西扯
,

不得

要领
,

那样的争鸣
,

鸣则鸣矣
,

争则争矣
,

却不是
`

百家争鸣
’ ,

而只能称为
`

潦岁蛙鸣
’ ” 。

这就有

失学者
“

争鸣
”

的襟怀了
。

《再论 》开头还说
: 《也谈 》“ 或用社会生活中的个别实例

,

或用个人经历中的一些片断
,

与学

术无关
,

更与中国社会学史风马牛不相及
。

无怪乎我的几位青年同行不无感慨地说
: `

这那里象

学术论文
,

分明是随感 ! ”
, 。

《再论 》所谓的学术论文
,

大概指的是学校中经常教导学生如何作的
“
学位论文

” ,

那的确有

一套程式
。

但一般的学术论文
,

究竟以什么文体和文笔写成
,

难道有一套不可逾越的规定吗 ?

什么是
“

随感
”
呢 ?大概在文体上类似

“
随笔

”
吧

。

我查了查文学词典
,

说随笔是散文的一种
,

一个分支
。

我的那篇《也谈 》
,

文章虽然写得不好
,

多少总还是按照一般论文的路子写的
,

并不像

什么
“

随感
” ,

更称不上是
“

散文
”
的一类

。

其实
,

即便是散文
、

随笔
,

又有何妨呢 ? 北宋哲学家周

敦颐提 出
“
文以载道

”

论
,

认为文章是用来说明
“

道
”

的
,

用现在的话说
,

就是
“
文章是

`

道
’

的载

体
” 。

什么是
“
道

” ,

有很多涵 义
,

周敦颐的所谓
“

道
”

实指伦理
、

政治的准则
。

用通俗的话说
,

道就

是道理
。

因此
,

文章只要能用来说明道理
,

何必拘泥于什么文体呢 ? 说到学术论文用散文体裁

写出
,

或用个人经历
,

或把个别事例摆进去
,

中外古今何止千百篇
。

一部《庄子 》充满了感人肺腑

的寓言故事
,

但你能说它不是一部著名哲学论文集吗 ? 一部《荀子 》也是有名的哲学论文集
,

但

文体也不拘泥于
“
学术论文

” ,

比如其中的《成相 》篇
,

以民间文学的方式
,

表述了为君之道
。

《赋

篇 》包括五篇短赋
,

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

这是古人 以文学的体裁写论文的例证
。

再说当

今中国社会学界无人不晓的费孝通的社会学学术论文
,

也并不拘泥 于什么体裁
,

却自成风格
。

你说它是论文
,

却又象散文
;
你说它是散文

,

却实为论文
。

文章通俗流畅
,

深入浅出
。

费自称
:

“

我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
,

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
。

而且
,

又习惯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

下笔很快
,

不多修饰
。

… …
” ① 目前社会学界有些青年人学习他的文笔风格

,

但总是觉得学不

好
。

看来把理论深入浅出地写出来也是不容易的
。

其次
,

我想论文中用
“

社会生活中的个别实

例
,

或用个人经历的一些片断
” ,

也并不就等于
“

与学术无关
” ,

只要能说明道理
,

又有什么不可

呢? 其三
,

《再论 》所谓
“

我的几位青年同行不无感慨地说
”
云云

,

不论说得是否是事实
,

我想
,

既

然是学术争论
,

就并不等于开会表决一件事情
,

更不是要打架
。

开会表决
,

要少数服从多数
,

打

架靠人多势众
,

而学术争论是不管你有
“
几位青年

”
也应该允许人家说话的

。

真理常常并不一定

在多数一边
。

海

节

三
、

关于中国社会学应用性的有关问题

前已 言之
,

争论起因于我的那篇 《中国社会学应用的历史传统 》
。

在那篇文章中
,

我的主要

① 费孝通
: 《行行重行行

·

前言 》
。

.

1 6
.



衣

看法是
:

一
、

中国社会学从产生时起
,

一直到现在
,

都具有浓厚的应用的特色
。

二
、

从应用的角度

看
,

中国社会学早期阶段
,

即 1 9 1 1年之前的阶段
,

可以称之为
“

经世之学
”
的阶段

,

1 9 1 1年之后

到 1 9 4 9 年
,

可以称之为
“

拯救中国之学
”

的阶段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 目前为止
,

可以称之

为
“
建设社会主义之学

”
阶段

.

几年来我与树德同志翻来夜去相互讨论的请如
:

中国社会学有无

应用的传统也罢
,

中国社会学的起源
、

分期
、

范围等等也罢
,

我实在看不出我们之间究竟有什么

原则性的不同认识
。

有的问题经过讨论更加明确了
,

但有的间题
,

由于我的
“
墨守成规的思想方

法气树德语 )在作祟
,

反而使我更加栩涂了
。

现一股脑儿归总起来说说我的看法
:

(一 )中国社会学究竟是起始于康有为所讲的
“

群学
” ,

还是起始于严复翻译出版 ( 群学肆

言 》 (或其头两篇 )
。

这既然都是历史事实
,

现在究竟说法
,

不妨各执己见
,

将来随着史料的继续

发掘
,

或观点更加完善
,

还可以进一步探求
。

(二 )中国社会学史究竟是要讲到 目前为止
,

还是只讲到 1 9 4 9年建国时为止
。

我想中国社

会学史是一部学科发展史
,

不是一般历史
,

要受到许多政治
、

军事资料一时不能公开的局限
,

可

以不妨讲到 目前更为完善
。

但这一点也可各任其便
,

无须强求一律
。

(三 ) 中国社会学在过去长期发展的历史
,

是不是一直存在着应用的特点
,

或曰存在着实用

的传统
。

这项事实
,

我看双方都是承认的
。

至于辨认那些与应用有关的社会学概念
,

可以不必

再多说下去了
,

因为这已经离开事实太远了
。

另外
,

按不同时期
,

给这种特点起个什么名字
,

我

可以叫做
“
经世之学

” ,

你可以叫做什么之类
,

完全可以任人而异
,

也不必强求一律
。

这是其一
。

其二
,

应用的过程
,

究竟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

我想在这里
,

也许一两句话难予说得清楚
,

不妨

提供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名言

,

来加深理解中国社会学多年来在中国革命建设中发挥

的作用吧
。

其三
,

说中国社会学有应用的传统
,

并不等于说
“
只有

”

应用的传统
,

没有其他的传

统
。

传统不必只有一个
,

这是在这场辨认开始时
,

早就说清楚了的
。

(四 )从中国社会学是否存在着应用的传统问题
,

在争论中又引出一个中国社会学史的分

期间题
。

这个间题
,

我看争论和分歧也不很大
。

现不妨把我与树德同志的对分期的意见列表如

下
,

然后再加说明
:

韩 的 分 期 陈 的 分 期

1 8 9 1一 19 1 0 发韧期 { 18 9 8一 1 9 1 1 西方社会学传入 中国初期

, 9 , ,一 , 9 , 8 萌芽期 }
` 9` 2一 ` 9 3 0 社会哲学向实地社会调查过渡

时期

19 19一 1 9 27 幼苗期

` , 2 8一 , 9 4 9 成长期 }
` 9 3`一 ` 9 4” 社会学中国化时期 (又可分为前

后两段 )

19 49 一目前 改革期 ! 1 949 一 1 9 7 8 社会学学科中断期

如上两种分期方法
,

从时间的划分看
,

除起点 1 8 9 1年 (康有为讲群学 )
、

18 9 8 年 (严复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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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群学肄言 》头两篇 )不同
,

最后结束时期的不同 (这两点本文上文以及前已发表的论文说

明
,

这里不再论述 )
,

其余 1 9 1 1
、

1 9 4 9年是相同的
。

而分歧的主要一点
,

我看就是集中在社会学

发展较旺盛的那段时期
,

究竟是应从 1 92 7 年算起好
,

还是从 1 9 3。年算起好的问题
。

这就涉及

到树德同志所说的
“
中国社会学史论

” 的问题
。

根据他的
“

史论
” ,

要把中国社会学严格区分为学

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
,

并且以学科化社会学 (即学院派社会学 ) 占
“ 主导地位

” ,

这样才能
“
体现中国社会学的特质

,

反映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
” 。

而我的那个分期
,

则是把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

纳入革命史和政治化的框架
”

里
,

这就势必不能
“

体现中国社会学的

特质
,

反映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
。 ”

这个问题
,

除了在理论上还要在下一节作一些分

析外
,

在这里先不妨问一下
,

既然树德同志的那个分期是体现了所谓
“
特质

”
并反映了什么

“

规

律
” ,

为什么一些分期的主要年代
,

如 1 9 1 1
、

19 4 9 年
,

基本上与我的分期年代相同
; 而在不相同

的 19 2 7和 1 9 3 0 年
,

两个分期年代内容
,

都是列举 了差不多相同方面的历史事实
,

而一个则是

体现了
“

特质
” ,

反映了
“
规律

” ,

另一个就不是呢 ? 为此我仔细地审查一下
,

才发现
,

树德同志认

为学科化社会学占
“
主导地位

” ,

而我不过是不同意这种史论
,

认为是学院派
、

马克思主义社会

学和乡村建设派三股力量平行
,

因此才不能体现中国社会学的特质
,

也反映不了中国社会学学

科发展的特殊规律
。

这究竟算什么逻辑呢 ?

四
、

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范围

《再论 》主张
“

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应注意区分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

… …
,

即在研究层面上应有轻重和主次之分
” 。 “

根据这一学科化的标准
,

中国社会学史的重点
,

或者说是主导部分
,

理所当然应该是学科化的社会学
。

从这种意义上说
,

一部中国社会学史
,

就

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
” 。

文章进而批评我所引证的赵承信教授论述解放前中国

社会学的
“

两大主流
”

观
, “
纯系空穴来风

” ,

是解释错了
。

认为赵承信指称的
“

文化学派和辩证唯

物论派
,

前者以孙本文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
,

后者是以许德琦为代表的唯物史观社会学
,

孙
、

许

均为学院派内部 的著名学者
。 ”

赵承信论文里所指的唯物史观社会学
,

是不是以 许德琦为代

表
,

是不是仅只属于
“

学院派
”
内部的事

,

我们最好还是看看赵承信原来的文章是怎样说的
:

一九二五年在上海的五册惨案和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国民革命运动又给予社会学一种

新的动力
。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

国内两大社会学派即将完成
,

彼此各自发展
,

但是偶然还是

彼此互相抨击
。

辩证唯物论派学者的论点在中国社会的性质
。

中国到底是封建社会抑是半殖民地社

会呢 ? 中国社会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前期呢
,

抑是停留在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呢 ?

从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七年间
,

俄国学者的著述或直接从俄文或间接从 日文被译为中文介

绍与国人
。

同时 中国学者如郭沫若
、

陶希圣又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讨论中国历史的问题
,

虽然所得的结论亦不一致
。

… … 以辩证唯物论的立场来说
,

社会学跟社会史论是分不开

的
,

所以国内这派学者的文字多偏向社会史的间题
。

其中以
“

社会学
”
为名而分析社会结构

或社会变迁性质的则有许德琦所著的社会学讲话 (上册
,

北平好望书局
,

一九三六年初版 )

和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 (上海笔耕堂书店
,

一九三七年初版 )
,

此外还有许 (楚生 )早年所

译的俄国 oB
u hk a

, 原著唯物史观社会学 (北平北新书局
,

一九三二年初版 )
。

衡

辩证唯物论对于青年学子的影响虽然很大
,

但是并非正宗
。

被唯物论者 目为布尔乔亚



火

食

芬

社会学的才是中国社会学的正宗
。

在这班 (国内各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学家的心目中
,

辩证

唯物论属于主义学说的范围
,

非是科学的研讨
,

而他们都是主张社会学非革命主义
,

乃是

科学的研究
。

①

我想以上所引的长段文章
,

不须加以更多的解释
,

它本身已经足以驳倒 《再论 》所说的赵承

信认为社会学两大派
,

其中辩证唯物论派
“

是以许德琦为代表的唯物史观社会学
. ”

许德琦先生

的道德文章
,

素为学术界所尊重
,

但他那半部 《社会学讲话 》
,

的确不是当时辩证唯物论的代表

作
,

对于青年学子的影响也不很大
,

而是那些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 (基本上不属于
“

学院

派
”
的 )人

,

那些被认为
“
属于主义学说

” 、 “

非科学的
”

论文
,

反而社会影响是很大的
。

赵承信笔下

的中国社会学两大派中的辩证唯物论派
,

就是泛指的这些人
。

这些作品
,

虽然也包括了许德琦
、

李达等学院派的学者在内
。

现在再说费孝通所谓的
“

中国社会学发展
”

的
“
三条平行线

”

说
,

是不是仅是
“

泛指认识和改

造中国社会的不同的理论及方法
”
而不是指社会学内部

。

为了尊重作者的原意
,

我们还是最好

引证费孝通的一些原话
:

在那个时代 (五四 )
,

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不受人注意的
。

… …社会科学是批评

的
,

社会主义是战斗的
。

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学和社会主义
,

不幸的
,

就这样走上了分歧的路线
.

中国

的社会学并不是从五四运动中直接培养出来的
.

社会主义这一路才是五四的承继者
。

… …

五四运动旁支里所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那一路
,

民国十五年到十九年的革命运动
。

·

… …但是这次运动依旧结束在
“

尚未成功
”
的阶段上

。

在一个区域里社会结构中并没起深

刻的改变
,

在另一个区域里却引起了大胆的和急烈的改革
。

在这两个区域里都没有找到怎

样使中国社会变成现代社会的基础
。

这次
“

失败
”

使社会主义者不能不对于中国社会的性

质加以检讨了
。

如果在这样的要求下
,

大学里的社会学家和政治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能共

同参加这场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时
,

也许社会学和理论
、

事实
、

和实用三者能混合起来给

中国社会学一个激发
。

可是
,

这种汇合却还没有成熟
。

社会主义者的检讨在动机上是健康
,

但是因严守教条的前提和事实材料的缺乏
,

除了引起一场在青年读者中颇有影响的
“

仕会

史论战
”

外
,

并没有其他更值得称道的成绩
。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

中国社会学依然分离在经院理论
、

实验区的调查
、

和

社会主义者教条性的实践的三条碰不上的平行线上
。

可是以每条线来说
,

经历了这多年的

工作积累
,

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

这进步也包括着共同的觉悟到理论
、

事实
、

实用三者应当结

合的需要
。

②

以上是为了对费孝通所说的
“

三条平行线
”

说
,

能够有一个较明确的理解
,

即不得不略作较

长的引证的原话
。

从此
,

我们可知
:

(一 )费孝通所说的
“

中国社会学的三条平行线
”

是指中国社会学
“
内部

”
的三条平行线

。

既

然是社会学
“
内部

”
的

,

当然都是属于社会学这个
“

学科
”

意义上的
。

难道可以说
,

有一种知识
,

虽

然属于社会学的
,

但不属于社会学这个学科意义上的吗 ?

(二 )费孝通所说的三条平行线是指经院理论
、

实验区调查
、

和社会主义者教条性的实践
.

① 赵承信
: 《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派 》 ,

载天津《益世报》 .

1 9 4 8 年 l 月 22 日《社会研究 》第 23 期
.

② 费孝通
: 《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一为 日本社会学会年报写 》 ,

载天津 《益世报 》 ,

1 94 7 年 9 月 18 日《社会研究 》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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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的历史事实
,

用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社会学的范围
,

既谈不上是
“

当成现成公式
” ,

也应

该能够体现中国社会学的特质
。

(三 )费孝通认为三条平行线的产生
,

是原于
“
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学和社会主义

,

不幸的
,

就这样走了分歧的路线
。 ”

建国前夕
,

他热情地希望
: “
以每条线来说

,

经了这多年的工

作积累
,

都有了显著进步
。

这进步也包括着共同的觉悟到理论
、

事实
、

实用三者应当结合的需

要
。 ”

(四 )费孝通所谓的三条平行线
,

既是社会学 内部的三条平行线
,

那就不是 《再论》所说
: “

泛

指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不同的理论及方法
” ,

更与
“
吴文藻和 费孝通先生的心 目中

”
的

“

社区

研究
”
没有多大关系

。

其实
,

费孝通的中国社会学的
“
三条平行线

”

与赵承信的
“
中国社会学的两

大派
”

说的基本是一回事
,

赵所说的
“

辩证唯物论 派
” ,

就是费所说的
“

社会主义者教条性的实

践
”

那条线
;
赵所说的

“

文化学派
”

和费所指的经院理论也是一回事
。

不同的是费把
“
实验区调

查
”

提出来
,

而赵未提
。

(五 )如果承认费孝通的
“

中国社会学三条平行线
”
论是合乎历史事实

,

从而引发出我的中

国社会学史应该包括
: “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历史

、

高等院校与科研系统社会

学研究与教学活动的历史
、

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
” ,

那就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

至于 《再论》说到

要把它们分成
“

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
” ,

要
“
在研究层面上应有轻重和主次之

分
” ,

我想谁轻谁重
,

谁主谁次
,

已经争论了几十年
,

现在不必再争论下去了
。

我们走的应该是费

孝通上文所希望的
“

三者结合
”

的路子
。

我认为 《再论 》作者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学分为
“
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

” 是

自套绳索
、

自相矛盾的
。

既然承认人家的那些研究和实践活动是属于社会学
,

又认为人家是非

学科化的
,

还不是社会学
,

而仅是社会研究
,

这不是逻辑混乱
、

自相矛盾吗 ? 为了替《再论 》解决

这个矛盾
,

我建议不妨把
“

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
”

改为
“
非学科化的社会学

” 。

说明了你是
“
嫡

出
” ,

人家是
“
庶出

” ,

这就满足了《再论 》的轻重主次的要求
,

虽然这种解决办法我并不认为是很

好的
。

因为人家
“
在知识

、

研究方法和概念系统上
”

也并不是没有
“
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
((( 再

论 》引证的学科化标准 )
。

产

/

玲

五
、

中国社会学史不等于西方社会学

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

根据上节讨论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范围包括了三个大的方面
,

我们就有理由说
,

一部中国

社会学史并不等于就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
。

因为中国社会学虽然早期是从西

方输入的
,

但它到了中国
,

就与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因素
,

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因素杂

交
,

形成 中国社会学新的种子
,

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萌芽
、

发育
、

成长
。

现将成长情况及其有关

问题
,

分别在下面作一些简要的讨论
:

(一 )中国社会学的特质并不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早期康
、

梁
、

严复把它称

之为
“
群学

” ,

可以说
,

社会学一传入 中国
,

就给它加上 中国思想的外壳和 内容
。

美国历史学家汤

恩比 ( A
·

了叩
2

械 )提出的
“

社会和 自然环境的压力说
” ,

认为当有足够的社会和 自然环境的压

力
,

但不足以压倒这个民族时
,

文化就得到发展
。

中国自古以来
,

就是这样的文明古国
、

文明民

族之一
,

而今的情况也很难例外
。

实际上
,

中国真正有社会学可以说自辛亥革命之后
,

或更确切

地说是自五四运动之后
。

在这之后
,

在中国社会学的幼苗上
,

长出了几枝各 自发展
,

但也不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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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

衬

体

有联系的枝干
,

那就是革命根据地
、

解放区进行的农村与小城镇社会的调查研究
、

知识界掀起

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

高等院校和文化出版界的社会学发展和乡村建设运动
.

这几条枝

干在中国社会学之树上分布的位置
,

不是像南方的杉树
,

北方的杨树那样
,

中间是一枝主干
,

周

围都是些侧枝
;
而是像南方的法国梧桐

,

北方的桃树那样
,

经过修剪
,

形成无中央领导干的
“
开

心 自然形
” 。

至于它们的主次轻重
,

那就要看谁在那一年结的果子最多
,

或长得最为茁壮了
。

因

此
,

中国社会学的特质并不是表现为
“

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而是表现为来源的多

元性
,

形成的杂交性
,

说理的综合性和 目的的实用性
。

从而可以认为
,

说
“

中国社会学史就是西

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
” ,

那是只看到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的一个方面
,

并且以

这一个方面作为主流
,

并认为起着主导作用的结果
。

这一方面不是历史的事实
,

二方面从认识

的思想根源说
,

那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中心
,

只看到西方学术的垄断和优势
。

这正是台湾学者所

说的
“

依附性格
”

的表现
。

①

(二 ) 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

《再论 》在讨论中国社会学的特质

时
,

有这样的话
: “
据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

,

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
,

在中国古 已有之
。

当代的一些

著名史学家
,

如周予同
、

陶希圣和钱穆
,

通常都把这种成果称之为
`

中国社会学
’ ,

但就内容而

论
,

实际是中国社会史
。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
,

是中国社会史的延续和发展
,

但不是直接的

延续和发展
,

… …
”
这一段话

,

我想是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
“

中国社会学的特质是学科化的社会

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
”

并存
,

而
“

中国社会学就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的断语

才说的
。

但这段话是概念混乱的
。

周予同
、

陶希圣
、

钱穆把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称之为
“

中国社

会学
”
并没有错误

。

中国社会史
,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
、

研究分支
,

它实是一个边缘学科
,

可以认为

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

也可以认为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

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
,

其内容当然

可以涉猎到中国古代至当前中国各个时代的社会史实
。

怎么能因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
,

其

内容是
“
中国社会史

” ,

就不属于
“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

”
呢 ?

再者
,

说
: “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
,

是中国社会史的延续和发展
,

但不是直接的延续和

发展
” ,

这话也让人费解
。

近代意义上的
“

中国社会学
”

是中国社会学的总称
,

近代意义 七的
“

中

国社会学史
”
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

各是各的
,

谈不上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延续和发展问题
。

(三 )(( 再论 》一再强调
“

中国社会学的特质
” , “

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
” ,

并认为我

所论证的中国社会学史的范围分 为三个部分
,

是
“

缺乏 内在联 系的
、

不分青红皂 白的严格混

合
” ,

怀疑它
“

究竟能不能体现中国社会学的特质
,

反映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 ?
”

并且

认为我的分法是
“

把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纳入革命史化和政治化的框架里
” 。

现在我就来谈谈

所谓中国社会学的
“

特殊规律
”

问题
。

社会生活及其规律的多样性
,

反映到社会科学不同门类的多样性
。

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变动

有其特殊规律
,

而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也有其特殊规律
。

如果把 中国近
、

现代的革命史作广义的

理银
,

那就是中国近
、

现代史
。

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
,

中国历史的主要 内容以及中国近
、

现代史

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就是诸如太平夭国
、

辛亥革命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
。

这就

是说
,

中国革命史不论就 史实和反映的史学内容说
,

都是属宁历史的一般规律
,

它与社会史研

究
,

反映的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
。

如果把中国近
、

现代革命史作狭义

的理解
,

那就是专指
“

革命
”
的历史

,

如果是这样
,

不论
“

革命
”

的史实还是
“

革命
”

史的研究
,

它们

① 参 见
:

萧新煌 《台湾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 》 ,

转 自王 康主编
: 《社会学史 》 .

人民出版社 19 9 2 年 10 月
,

第 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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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是历史的特殊规律
,

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关系是特殊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
。

根据上

述分析
,

我不知《再论 》批评我把
“

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纳入革命史化和政治化的框架里
”
所指

的革命史是广义的呢还是狭义的呢? 我看什么都不是
,

因为我讲的是
“

社会学
”

史
,

而不是辛亥

革命史
、 “

五四
”

运动史
。

我所提出的中国社会学史的多元性
、

实用性等等
,

就是
“

体现中国社会

学的特质
,

反映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
” 。

那么既然如此
,

为什么《再论 》还要认为我
“

把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纳入革命史化和政治化的框架里
”
呢?我想《再论 》实际指的是我以

“

革

命史
” 、

以
“

政治
”
的标准

,

来衡量中国社会学历史上不同方面
、

不同人物对国家
、

民族以及对社

会发展
、

学术发展上所作的贡献
,

也就是对他们的成果的评价
。

既然是评价
,

当然就是价值判

断
,

那是属于我主观的认识
、

评论
。

我觉得历史的研究
,

一方面要弄清史实
,

发现规律
,

解释规

律
;
一方面要作些评价

,

摆摆史学研究者个人的看法
,

这也是研究者的责任
。

不言外国
,

只以中

国而论
,

史学者在作品中提出对史实的个人看法
,

是历来如此的
。

(四 )关于社会学体系的二分法和三分法问题
。

我在《也谈中国社会学史研 究中的几个间

题 》那篇文章 中提出
: “

社会学体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

即理论社会学
、

应用社会学和经验社

会学 (即社会调查研究 ) ”
,

《再论 》对此看法提出批评
,

认为是
“

明漠教授主观构想出来的社会学

体系
” 。

他认为社会学体系只能是美国社会学家华德所说的
“ 纯理 (粹 )社会学和应 (实 )用社会

学
” ,

并说
: “
应用社会学涵容着经验社会学

,

它怎么可能与经验社会学
、

理论社会学组成
`

社会

学体系
’

呢 ?" 同时又说
: “

如果以社会学所研究的主题为根据
,

那么理论社会学又可称为普通社

会学
,

应用社会学又可称为特殊社会学
;
如果以社会学的视野为根据

,

那么理论社会学又可称

为宏观社会学
,

应用社会学又可称为微观社会学
。

从学科的外观上看
,

所谓社会学体系
,

无非就

是这
`

一身二德
’

的理论 (或曰普通
、

宏观 )社会学和应用 (或曰特殊
、

微观 )社会学而已
。

除此以

外
,

岂有他哉 ! ”

《再论 》作者真是快人快语
,

斩钉裁铁
,

一 口 咬定
: “
除此以外

,

岂有他哉
” 。

谁知天外有天
,

社

会学体系
,

除此以外
,

竟有
“
他哉

” 。

中国社会学体系之分为理论社会学
、

应用社会学和经验社会学三个不同的领域
,

并不是我
“
主观的构想

” ,

而是早已有之的
。

本世纪初当过德国社会学会主席将近三十年
,

并且是美国社

会学会通讯会员的滕尼斯 ( F
.

T溯” 幼: ,

1 8 5 5一 1 9 3 6) 认为社会学知识体系有广狭二义
。

广义的

他称之为一般社会学
,

狭义的他称之为特殊社会学
。 “

一般社会学是指与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

关的研究领域
,

特别是体质人类学
、

人 口学和社会心理学
。

特殊社会学又称实质社会学
,

可分为

纯粹社会学
、

应用社会学和经验社会学
。

纯粹社会学是静态的规范学说
,

应用社会学是动态的

历史变迁理论
,

经验社会学是对社会生活中个别事实的研究
’ ,

①
。

滕尼斯的纯粹社会学
,

除了他

的那部经典性著作《公社与社会 》以 《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为副标题外
,

还在此基础上对社

会本质
、

社会价值
、

社会规范
、

社会相关物进行了研究
。

他所说的应用社会学
,

是一个演绎的学

科
,

即应用理论社会学的概念以理解
、

解释社会的起源和发展
, “ 而且要对当前不断变化着的社

会生活进行根本性的分析
。 ” ②

滕尼斯把纯粹社会学作为
“
积极关系与社会现象的研究

” ,

而把经验社会学作为
“

涉及消极

的关系和所有社会病态现象
”

的研究
。

为了重视
“

消极的关系
”

的研究
,

他很看重统计学
,

并写了

产

协

瀚

① 转引自燕宏远
: 《膝尼斯 》第 400 一 4 01 页

。

载《中国大百科全书
·

社会学 》 ,

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
,

拍 9 1年版
。

② 贾春增主编
: 《外国社会学史 》第三章 《腾尼斯的社会学休系 》 ,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

19 89 年 1 月第 1版
,

第 7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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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

“

数目众多的经验统计学和社会纪实性的论文
” ①

。

膝尼斯
“

努力建立社会学 自己的理论体系和

独特的方法论原则
,

直至在广泛的经验观察中贯彻运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

这以后
,

德国社会

学才在理论上逐渐从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母体中摆脱出来
。 ” ②

从上述介绍
,

可知社会学体系的三分法
,

并不是
“
主观的问题

” ,

而是确有依据
,

确有道理

的
。

类似于这种三分法的
,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
,

还另有人在
,

这里不再赘述
。

从此也可理解
,

应用社会学与经验社会学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某些互相穿插之处
,

正如同理论社会学与经

验社会学也有某些互相穿插之处一样
,

既然都是社会学内部的分支
,

研究的着重点不同
,

互相

穿插
、

搭界也是不可免的
,

不足为奇的
。

但不能因此就说
: “

应用社会学涵容着经验社会学
,

它怎

么可能与经验社会学
、

理论社会学组成
`

社会学体系
’ ? ” 。

如果我们更多地了解社会学发展的新

的形势
,

对经验社会学在社会学中的独立性就更加不会怀疑
。

因为
“
当代经验主义社会学更加

强调方法论的建设
,

在基本程序化的若干种方法指导下
,

其研究活动几乎遍及所有分支社会学

的领域
。 ” ③ 在这里还可举出一个实例供《再论 》作者参考

:

当前我国培养研究生的专业分类
,

是

在社会学的一级分类下
,

把
“

社会学与方法
、

应用社会学
”

名算作二极分类
。

这样看
,

理论社会学

与经验社会学还是更靠近些
,

而不是应用社会学
“

涵容
”
了经验社会学

。

说到这里
,

我们还可以回到本节开头引出的《再论 》所说的
“

岂有他哉
”

的话
,

根据这段话
,

我们可以得 出如下的等式
:

理论社会学一普通社会学~ 宏观社会学

应用社会学 ~ 特殊社会学一微观社会学

如果《再论 》所说的
“
又可称为

”
可以用

“
一

”
号表示的话

,

那么上述等式是对的
。

但根据前述

膝尼斯的分类
,

这两个等式都是有问题的
。

因为滕尼斯所说的理论社会学 (即纯粹社会学 )是特

殊社会学里面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

而特殊社会学也并不等于应用社会学
。

再说
,

普通社会学 (或

曰一般社会学 )也并不等于宏观社会学
,

特殊社会学也并不等于微观社会学
,

随意翻阅一本社

会学理论书或词典
,

都可以查出上述的等式是错误的
,

概念是混乱的
。

就拿价再论 》作者的同事
,

庞树奇
、

蒋雅容同志编著的《普通社会学理论 》一书的内容看
,

讨论的既有宏观社会学的内容

(如阶级
、

阶层等 )
,

也有微观社会学的内容 (如个人
、

角色等 )
。

从此可知
, “
岂有他哉

” , “
他哉

”
不

仅有一个
,

而是有许多的呢
。

六
、

展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学的前景

杯

在本文开始时
,

我说我与树德同志的争鸣
,

已快三个回合
,

已近尾声
。

本节可说是尾声的尾

声
。

在这里我还想说说 (一 )
“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
问题和 (二 )什么是社会学的理论问题

。

(一 )关于
“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
问题

。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
,

前面已说了不少
,

不再

赘述
。

现在只说
“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 问题
。

我在我的《也谈 》一文中说过
: “ `

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
’

作为一个学习和应用的过程是可以这样提的
,

在有些文件也是可以找到的
。

但作为党的

指导方针
,

作为正式文件却没有这样提的
。

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会全后
,

比如在延安整风时
,

更明确提出
: “

中国共产党二十年
,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

① 同上书
,

第 ” 页
。

② 同上书
,

第 8 。 页
。

⑧ 参见徐小禾
: 《经验主义社会学 》 ,

载 《中国大百科全书
·

社会学 》 ,

第 1 24 页
。



益结合的二十年
。 ”

直到当前
,

这种提法都是一贯的
。

比如江泽民同志的党的七十周年讲话说
:

“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

走 自己的道路
。 ”
为了不同意

这种看法
,

《再论 》引证了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论新阶段 》中说过
“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

的话
。

这

当然是事实
,

但我们不妨反问一句
,

为什么这种说法
,

到了《毛泽东选集 》中作了修改呢 ?在选集

的出版说明里说
: “

选集中各篇著作
,

都经著者校阅过
,

其中有些地方著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

正
,

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 。

那么把
“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

改成
“

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 ,

是仅只
“

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
” ,

还是
“

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

修改勺 这个疑问现在无法去问原著者
,

只有我们 自己来体会
。

我考虑宁可作后者的理解更合

适些
。

因为全段修改之处颇多
,

经过修改更加突出了
“

具体化
”
和 马克思主义具有

“

中国的特

性
”

或
“

中国的特点
” ,

而改进了过 去说
“

中国化
”
一词的模糊不清的涵义

,

从而也就更加与
“
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

的一贯的
、

正规的提法相一致
。

同时
,

作后者的理解
,

也是尊重作者

本人最新的修改了的论断
,

而不必纠缠作者原来的意见
。

(二 )什么是社会学的理论 ?(( 再论 》在批评了我的论文写得不好
,

而只能称为
“
潦岁蛙鸣

”

之

后
,

紧接着就说
: “ 《也谈 》的学风不严谨

,

就客观原因而言
,

主要是中国社会学总体水平不高
,

由

于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忽略
,

许多人
,

包括一些资深的社会学者
,

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全部
,

缺少概

括的认识
,

而在应用研究的掩盖下又不求深研
,

以致造成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畸形状态
。

从中国

社学界的现状来看
,

存在问题不是明漠教授所说的
`

学院气太浓
’ ,

而是学院气 (我理解为读书

和深入钻研的风气 )严重不足 !"

这段评论使我很为遗憾的是
,

说我的文章不好
,

倒不要紧
,

但不料却因此殃及整个中国社

会学界
,

这也是我很为不安的
。

上述这段话类似于向整个社会学界发出的檄文
。

但我想按行文

的口气说
,

所谓
“

中国社会学总体水平不高
” ,

当然是不应该包括《再论 》作者在内的
,

因为作者

是属于
“

学风严谨
”

的
。

其次
, “
许多人

,

包括一些资深的社会学者
,

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全部
” ,

既
“
缺少根据的认识

” ,

又
“
在应用的研究的掩盖下又不求深研

,

以致造成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畸形

状态
。 ”
果真如此

,

这些社会学者
,

真是罪莫大焉
。

我真的未能料想到
,

因为我写了一篇中国社会

学的应用传统的文章
,

竟引起《再论 》作者对整个社会学界提出了这样的批评
。

第三
,

从上述一

段批评里
,

也不得不让我们再认真地考虑一下
,

究竟什么是社会学的理论
,

以及理论与所谓
“

读

书和深入钻研
”

的关系问题
。

首先不妨问一问
,

究竟什么是社会学的理论 ? 我想
,

我们也不必把问题扯得太远了
。

按照

通常的理解
,

所谓社会学理论
,

就是对于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有关的事实和规律的系统性的解

释
。

或者引证美国社会学家默顿 ( R
.

K
.

M川on )所说的
“

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

的命题
。 ’ ,
① 称之为社会学理论

。

按照这样的标准检查一下
,

中国社会学近十余年的成就
,

基本上可以说从零开始
,

成绩当

然不能自视过高
,

但却也不必 自惭形秽地那样认为当前 已经
“

造成 中国社 会学研究的畸形状

态
。 ”

高等院校的社会学系
,

教导学生的都是些基础理论
,

教师和科研部门的研究人员
,

他们无

论是搞理论
、

方法
,

还是搞应用的
,

都在追求发现一些规律以建立一些理论
,

并不甘心为应用而

应用
。

不过他们追求的理论
,

看你作何理解
,

看你如何追求法
。

如果认为理论就是社会生活中

某些方面事实和规律的系统性的解释
,

或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
,

那

产

诱

扮

① 〔美」R
.

K
.

M er ot
n 著

,

何凡兴等译《论理论社会学 》 .

华夏出版社
,

19 9 。 年 2 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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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们是建立了一些理论的
。

如果认为理论是
“

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全部
”
的

“

概念的认识
” ,

那么

可以说我们尚未建立什么理论
。

如果认为是前者
,

那就要重点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

从而建立系统性的解释
。

如果认为是后者
,

那就要多多
“

读书和深入
”
钻研

.

虽然前者也要读书
,

但作的重点和读书的方法是不同的
。

所谓已经建立了一些理论
,

不妨拿费孝通的
“

小城镇发展

模式
”

论和
“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
论为例

。

这两个理论
,

至少在社会学界或更广泛的社会科

学界已广为人知
。

其贡献与学术意义
,

也是学术界公认的
。

我们应该认为有了这样的
“

资深的

社会学者
” ,

有了这样的学术带头人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庆幸
,

是中国恢复不久的社会学的骄傲
.

所谓尚未建立什么理论
,

是指象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帕森斯 ( T
.

厂么乃哪 )那样的

社会行动理论和结构一功能分析学说
。

但这样的理论也不是靠
“
学院气

”

可以短期致效的
。

总之
,

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走到今天
,

回头检查一下我 们走过的路程和取得的成绩
,

我们

既不可妄 自菲薄
,

把 自己骂得一文不值
,

也不可妄自尊大
,

狂妄地 自认为什么都好
。

我们是在建

立 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学的道路上
,

正从摆脱
“

贫穷
”

奔向
“
小康

” 。

我们大家都

要拿出勇气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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